
文献
 

双月刊
2025 年 11 月第 6 期 WEN

 

XIAN Nov.
  

2025
 

No. 6

治道合一:
正统论影响下四库馆臣对贰臣的评议与重塑

李 沙 珂

　 　 内容摘要:评价明清易代人物,是清廷施行政治教化的关键环节。 清

朝定鼎之初,官方曾多次表彰降附诸臣。 然至乾隆间,清高宗通过诏修

《贰臣传》重新评定降臣品节,确立新的政治道德标准。 《四库全书》及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编订与《贰臣传》提出至完稿的时间基本重合,故提要

撰写明显受到“贰臣”评价观念影响。 在此过程中,四库馆臣审查书籍、
修订提要,一方面尽力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,并巧妙地借助对孙承泽的

评骘实现学统纠偏的目的;另一方面配合皇帝的想法发明古义,重构“践
土食毛”这一概念,建立以“当朝化”对抗“夷夏论”的表述模式。 帝王主

导的“大一统”观念与提要编纂所代表的士林文化共同楬橥清代治统与

道统融合的政治景观。
关键词:《四库全书》 　 《贰臣传》 　

 

正统论　 大一统

以“贰”字概括君臣关系,可以追溯至先秦,《国语·晋语》载“事君不

贰是谓臣”①,即是在描述一种臣子“长任一心以事君”的理想架构。 此

后的历史中,人们对于贰臣,尽管时有零星的议论,然并未形成挞伐的声

势。 唐人之论贰臣,尚抱以同情和理解。 有宋一代,士人对君主的义务被

不断强调,“忠”的概念由是变得至关重要。 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特设《死

节传》,以褒扬忠义,并仿《春秋》书法,将身仕两朝者列入《唐六臣传》及

《杂传》。 明清鼎革,“衣冠介胄,降叛如云”②,大量明臣入清后仍授原

职,官方对身仕两朝者持肯定的态度。 至乾隆中叶,高宗重新评定易代诸

人的品节,于乾隆四十年(1775)诏修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》,表彰建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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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申、南明时期殉难诸臣,次年又于国史中增设“贰臣”一门,以“昭褒贬

之公”①。 欧阳修推扬的“节臣”与“贰臣”对照而书的传统,遂于史传中

再次光大。 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》与《钦定国史贰臣表传》的编纂展示

出清高宗建立“当朝化”政治道德的用意②。 易代人物的“彰”与“瘅”,涵
摄天命攸归的宏大议题,其影响亦辐射到《四库全书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
(以下简称“《总目》”)的编纂活动中。 《贰臣传》与《四库全书》所代表的

治统与道统相互调和,共同构成清代政治生态的缩影。
目前所见论及乾隆朝清廷对贰臣处置态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:

一类以清廷为中心,讨论官方对易代人物的评价及臣节观念的建构③;一
类以贰臣为中心,附及这一群体“身后名”的动态变化④。 除上述视角外,
孔定芳以《四库全书》及《总目》对明清之际著述的甄择和评价为中心,概
述四库馆臣评骘易代人物的原则⑤,这一视角颇具启发意义。 馆臣在具

体的编纂活动中,如何通过增删提要回应上意,其文字又怎样呈现并影响

当时知识阶层的道德心态,这些话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一、《贰臣传》的设立对《四库全书》纂修之影响

入清以来,朝廷虽积极推行以儒家的忠义观为代表的教化政策,但对

于仕清贰臣却并未采取贬斥的态度。 康雍两朝多次表彰降臣,将他们作

为忠义的典范。 清高宗统治初期,已故的贰臣们依然享有来自官方的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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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与认可。 至乾隆二十六年(1761),清高宗以钱谦益“在前明曾任大僚,
复仕国朝,人品尚何足论”①,对沈德潜《国朝诗别裁集》 的编选提出批

评;后又以钱谦益“既为本朝臣仆,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”②为

由,禁毁其著述。 此举表明,随着对钱谦益的批评,高宗开始重新定位贰

臣的品节③。
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,上谕各省督抚采访遗书,明确“其中有

明季诸人书集,词意抵触本朝者,自当在销毁之列”,并以钱谦益、金堡、
屈大均等人为例,称:“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,又复身事本朝,而金堡、屈
大均则又遁迹缁流,均以不能死节,腼颜苟活,乃托名胜国,妄肆狂狺,其
人实不足齿,其书岂可复存? 自应逐细查明,概行毁弃,以励臣节而正人

心。”④高宗以为贰臣与遗民的言行对世风同样有危害,意欲借助《四库全

书》的编纂销毁他们的著述。 同年十二月初三日,高宗阅毕江苏进呈的

朱东观选辑《明末诸臣奏疏》及蔡士顺所辑《同时尚论录》,决定编订《贰

臣传》。 在给国史馆的诏书中,高宗谓“王永吉、龚鼎孳、吴伟业、张缙彦、
房可壮、叶初春等,在明已登仕版,又复身仕本朝,其人既不足齿,则其言

不当复存,自应概从删削”,又列易代之际归附诸人,称彼“畏死倖生,腼
颜降附,岂得复谓之完人? 即或稍有片长足录,其瑕疵自不能掩”⑤。 乾

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,高宗宣谕国史馆,于《贰臣传》 内立甲、乙二

编,据其实际,分辨淄渑⑥。 据《贰臣传》卷首《贰臣表》⑦可知,编者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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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谕旨分列甲乙,且据其行实详辨等第,于甲乙之内再分上中下三品,
共计六等。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,皇帝又命将吴三桂、耿精忠等人从《贰

臣传》中撤出,另编《逆臣传》①。 至乾隆五十九年两书完稿进呈御览时,
共录贰臣 125 人、逆臣 42 人。 次年,浙本与殿本《总目》相继刻成。

“贰臣”一门的设立,始于清高宗对四库禁毁书目的阅读。 《贰臣传》
从提出至完稿,在时间上与《四库全书》及《总目》的编订大体重合。 此

外,纂修《贰臣传》时,国史馆总裁、副总裁等人大多亦在四库馆担任相应

馆职,《贰臣传》的编纂者“应不出四库馆臣的范围”②。 因此官方对于清

初降附诸臣的重新评定,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前揭诸人的作品进入禁毁之

列。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,两江总督高晋将所查违碍书籍开单呈奏。
尽管在奏折内他仍称“查缴遗编暨明季伪妄著作”,然此次清单中已经开

始存录部分清初贰臣的著述,这一行为可以视作对高宗谕旨的回应。 除

向在禁毁之列的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《钱牧斋尺牍》等,又新增《明纪略鼎

脔》《萤芝集》《皇明杂录》 《天下名家诗观》 《四六初征》等 14 种书,原因

是书内“字句违碍,或因有钱谦益、屈大均、金堡、龚鼎孳、吴伟业等诸人

著作”。 此后,如陈维崧选《箧衍集》因收录钱谦益、吴伟业等人诗作,亦
入禁毁之列③。 除选本外,上述诸人的别集也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续购

收缴。 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》称,禁毁王铎的《拟山园集》概因其“事明

福王为大学士,后仕本朝,大节有亏”;龚鼎孳的《定山堂集》也因同样的

原因被销毁④。
上述情形表明,贰臣受到皇帝本人的严厉贬斥,并因此进入查缴之

列。 然而《总目》 所见贰臣作品的著录及存目情况并未俱如上谕所言:
“其人实不足齿,其书岂可复存?”稽之《总目》,《贰臣传》诸臣有著作入

选的共计 13 人⑤。 由此可见,清高宗意欲将贰臣的作品“概从删削”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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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并未完全落实。 比读《总目》小传所载著者爵里与《贰臣传》本传,可以

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差异。 以张凤翔为例,《礼经集注》提要云:“明张凤翔

撰。 凤翔字蓬元,堂邑人。 万历辛丑进士。 官至兵部尚书。”①而《贰臣

传》本传谓,张凤翔“山东堂邑人。 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,除广平府推

官”,崇祯二年(1629)迁工部尚书,入清授户部侍郎,累官工部尚书。 按,
《总目》书例,凡在前朝为官者,进入新朝后按其入仕与否划分年代②,故
出仕贰臣皆应在“国朝”之列。 张凤翔两朝为官,入《贰臣传》,《总目》却

误将其著录作明人。 此外,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,“所有《贰

臣传》内似冯铨等之曾给美谥者,亦著国史馆查明,概行追夺”③。 检《贰

臣传》卷首《贰臣表》及本传,其中金之俊、高尔俨谥号右侧皆贴黄签,题
“拟削”;然这则谕旨并未影响《总目》的编订,在《总目》小传中二人谥号

仍存。 上述诸例可证,尽管两项工程的参与者存在大量交集,但在具体的

编纂过程中,国史馆与四库馆实则各自独立。 《贰臣传》对清初人物政治

身份的认定并没有彻底向学术空间蔓延。
从吴伟业《梅村集》的去取,亦可管窥四库馆臣如何策略性地在政治

和学问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。 据前揭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,
吴伟业“在明已登仕版,又复身仕本朝,其人既不足齿,其言不当复存,自
应概从删削”。 次年五月、八月间,两江总督查缴违碍书籍,亦将吴伟业

著作置于应毁之列④。 查检各省督抚进呈应销应毁书目清单,自乾隆四

十一年起,地方共缴吴伟业诗钞、诗集、文集计 204 部,其中仅乾隆四十四

年就查缴 188 部⑤。 《梅村集》数目陡增,侧面显示出乾隆四十二、四十三

年,《字贯》案与《一柱楼诗》案对地方官员的震动。 为防止追责,各省督

抚遂将大量书籍列为禁毁,查缴进呈。 然而此后《梅村集》 不仅未被禁

毁,反而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内。 其原因概与乾隆四十三年馆臣敕发的

《查办违碍书籍条款》有关。
早在乾隆三十九年皇帝下诏查禁悖逆书目之时,馆臣即感到需要建

立统一的标准,避免因为要求模糊致使大量书籍误入禁毁之列。 陆锡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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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拟《为总裁拟进销毁违碍书札子》,详列各类书目处理办法,总体上放

宽审查的要求,将部分全毁之书改为抽毁①。 此则提议经简化、完善,最
终作为条款颁行②。 《查办违碍书籍条款》共九项,其中有一条专论吴伟

业著述,称:“吴伟业《梅村集》曾奉有御题,其《绥寇纪略》等书亦并无违

碍字句,现在外省一体拟毁,盖缘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家,曾有合选诗集,
是以牵连并及。 此类应核定声明,毋庸销毁,其《江左三家诗》《岭南三家

诗》内如吴伟业、梁佩兰等诗选亦并抽出存留。”③该条详析《梅村集》毋

庸销毁的原因:一方面,是书曾经御题,获皇帝的肯定;另一方面,馆臣称

吴伟业乃受钱谦益牵连,误入禁毁之列。 事实上,从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文

看,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孳等因人废言的依据是清高宗上谕中“其人实

不足齿,其书岂可复存”的指令④,但颁行《条款》的四库馆臣却并未将此

谕旨考虑在内。 这一差异颇有意味,它具体而微地展示出皇权运作中相

互矛盾的两面:地方督抚面对来自中央日益严苛的审查压力,尽可能扩大

收缴范围,甚至出现书内稍涉边政、三藩等字样即将其书一体送毁的情

况;而如陆锡熊在内的四库馆臣则通过建立明确的条款,争取对于上谕的

解释权,使得部分书籍免于禁毁。 双方对于谕旨的创造性误读,可以被视

为一场“活的制度实践”⑤,官方的政治文书与非正式的制度运作之间存

在缝隙,这为学术讨论保留一定空间。
今所存《梅村集》提要主要为两个版本,即各阁本书前提要与《总目》

提要,两种提要各有侧重,差异巨大,可视为重拟。 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

于褒贬取向的变化,前人已有论列⑥。 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,在这两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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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迥异的文字中不变的部分是什么? 阁本《梅村集》卷前录有清高宗御

制诗,盛赞“梅村一卷足风流,往复披寻未肯休”,书前提要有意识地为皇

帝的诗文作注,将吴伟业扬举为“元白以还,一人而已”①。 《总目》中吴

伟业的地位有所下降,不过“流播词林,仰邀睿赏,非偶然也”②的评价也

意在强调是书曾经御题。 此外,两个版本皆弱化了贰臣身份与诗人品节

的关系。 《总目》提要反而将明清易代的背景视作推动吴伟业诗风变化、
格调走高的关窍,称其“遭逢丧乱,阅历兴亡,激楚苍凉,风骨弥为遒

上” ③,并将他暮年的风格与庾信相类比,暗示其作品中的自悔情结。 在

这场重审吴伟业诗歌的行动中,高宗的御笔成为提要反复援引的“公开

资源”,四库馆臣以顺应圣意的姿态将吴伟业从政治风波中重新带回文

学史的脉络,这与《查办违碍书籍条款》的策略异曲同工。 《梅村集》在

《四库全书》中的形态成为帝王与士林间博弈的缩影,卷首的御制诗和馆

臣所撰的提要表明这一文化工程是皇权与学者相互作用的产物。
四库馆臣对《梅村集》的态度并不代表他们对于皇帝想要建立的新

秩序不予回应。 这种回应与其说是针对《贰臣传》本身,毋宁说是对于清

高宗所确立的“贰臣”概念。 下节将以有关孙承泽的一系列提要为例来

看馆臣如何借题发挥,亦步亦趋地贯彻皇帝的价值观念。

二、孙承泽的升格与降格运动

在选入《总目》的 13 位贰臣中,孙承泽的著述共有 3 种被著录,19 种

列为存目,就数量而言,为贰臣之首。 事实上在《总目》所录七千余位作

者中,只有 8 位作者有超过 20 种著作被收录其中,孙承泽位列第五④。
国史馆馆臣在《贰臣传》卷首案语中介绍“贰臣”选录标准为“以仕明

时内而翰詹科道,外而道府参游,陟清班而膺疆事者为断”。 孙承泽于崇

祯四年(1631)登进士第,官至刑科都给事中。 入清起授吏科都给事中,
累迁吏部侍郎。 又因曾在大顺受伪职,定入从贼案,故列于“乙编下”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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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清初宿儒,孙承泽在学人圈内享有名望①,王崇简为其撰行状称“海

内士君子闻公之风,咸企慕为当今文献”②。 作为京畿最富的藏书家,时
人有“近代藏书,惟北平孙北海少宰、真定梁棠村司农为冠”③之说,其藏

书后来大多流入黄叔琳家中④,并由黄登贤进呈四库馆。 《总目》所采孙

承泽著述中即有 5 种以黄氏家藏本为底本。
孙承泽的藏书经由黄氏进入内府,并抄入《四库全书》,流传后世。

他的著述同样得后学传衍,直至清朝中叶仍有影响。 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
对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 的借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授受源流。 《日下旧

闻》中直接引自《春明梦余录》的条目即有近百条。 周中孚称《春明梦余

录》“纪载至为繁富,为朱竹垞《日下旧闻》之滥觞”⑤。 乾隆三十九年,高
宗下诏,仿《日下旧闻》之体编定《日下旧闻考》;并在卷首的御制诗中专

门写道:“名因日下荀文若,迹逮《春明》 孙北平”,又自注曰:“其书(指

《日下旧闻》)不免挂漏淆讹,因命馆臣重加订正,其《春明梦余录》内所

载,亦间采辑。”⑥点明孙书对朱书既有启发之功,亦有补遗之用。
事实上,《春明梦余录》比《日下旧闻》更早受到朝廷的关注。 乾隆四

年敕编《古香斋鉴赏》,仿巾箱之式,刻袖珍板书凡十种,包括:《四书》《五

经》《资治通鉴纲目》 《渊鉴类函》 《朱子全书》 《施注苏诗》 《史记》 《古文

渊鉴》《初学记》 《春明梦余录》。 从选辑的其他作品可以推想,《春明梦

余录》作为明朝典故“实录”的代表,正在走入经典作品的行列。 乾隆三

十八年,于敏中等奉敕“于《全书》中撷其菁华”⑦,辑成《四库全书荟要》,
《春明梦余录》亦选入其中。 乾隆四十一年,馆臣为之撰写提要,总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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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地位说:“乾隆四年,命内廷翰林删订其文,开雕为袖珍本,题曰《古香

斋鉴赏》,亦极儒臣之荣遇矣。”①此后所撰之文溯阁本、文津阁本提要②

与《荟要》内容一致。
自清初以迄乾隆中叶,孙承泽的思想为有影响力的后学们继承、传

扬,其著述亦在官方的推动下逐渐正典化,然而这场孙承泽的“升格运

动”伴随清高宗厘定贰臣、重评忠义的史述活动迅速走向终点。
在诏修《贰臣传》后,四库馆臣为《春明梦余录》重新拟定提要,一改从

前有褒无贬的态度。 《荟要》称是书“于天启、崇祯间建言诸臣章疏召对,尤
语焉而详”③,而《总目》及文渊阁本书前提要④则称,孙承泽于“每门多录

明代章疏,连篇累牍”⑤。 此外,《荟要》赞赏此书通过“因地以纪人,因人

以征事”的笔法连缀篇章,然而《总目》提要却从中看见“门户余波”。 后

者举明季历法之争,认为孙承泽在书中扬彰旧历,对于徐光启等人改法之

举仅存其略,乃因“《大统历》曾经许衡参修,承泽以讲学家宗派所系,故
为之左袒”,又举书中对于周延儒的笔削以证孙承泽“持论皆存偏党”。

《春明梦余录》提要的改写,系统地展示出孙承泽形象的变化。 《总

目》中其余诸篇提要也参与了这一重塑。 孙承泽传见《尚书集解》提要:
承泽号退谷,山东益都人。 世隶上林苑籍,故自称曰北平。 前明

崇祯辛未进士,官兵科给事中。 李自成僭位,受伪职,为四川防御使。
入国朝,官至吏部侍郎。 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,而是书笃信古文,与
朱子独异。 所解自蔡沈《集传》外,多采吕祖谦《书说》、金履祥《表
注》、许谦《丛说》,而力斥马融、郑康成。 盖欲尊宋学,故不得不抑汉

儒。 然宋儒解经,惟《易》《诗》《春秋》掊击汉学,其《尚书》、三《礼》
实不甚异同。 承泽坚持门户,又并排斥之耳。 然千古之是非,曷可掩

也? ⑥

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孙承泽的学问展开批评:一方面认为孙承泽以尊朱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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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,然《尚书集解》改尊古文《尚书》,与朱子相异;另一方面则谓汉宋之学

分歧本在《易》《诗》《春秋》三经,而孙承泽固守门户之见,其《尚书集解》
仍坚持抨击汉学。

《尚书集解》提要反映出《总目》形塑孙承泽的两条路径:
第一,从学术源流看,孙承泽晚年潜心理学,以朱子学为宗而贬抑阳

明,时人目为“紫阳之功臣”①,然馆臣认为孙氏此举乃是自悔于出处未

正,故借朱子以为重,并指出在部分著述中,孙承泽其实表现出反对朱子

的倾向。 这一批评背后的语境是清代中叶兴起的汉宋之争。 四库馆作为

“汉学家大本营”②,其崇汉黜宋的倾向已是不刊之论。 孙承泽接续程朱

正脉,虽与清初官学步调一致,却已无法应对乾隆以降的学术风向。 因

此,正如《总目》 中大部分宋学著作一样,孙承泽的理学观点难以获得

认同。 在《诗经朱传翼》 提要中,馆臣借孙承泽对待朱子的态度进一步

发挥道:
承泽初附东林,继降闯贼,终乃入于国朝。 自知为当代所轻,故

末年讲学,惟假借朱子以为重。 独此编说《诗》,则以《小序》《集传》
并列,又杂引诸说之异同。 窥其大意,似以《集传》为未惬,而又不肯

讼言。 故颟顸模棱,不置论断,纷纭糅乱,究莫名其指归。 首鼠两端,
斯之谓矣。 ③

在这篇提要开头,馆臣再次提示读者铭记孙承泽的三段仕宦经历:在明党

附东林,入大顺受伪职,最终出仕清朝,这一关注点与《贰臣传》评判等第

的标准不谋而合。 国史馆馆臣述其划分标准云:“最可贬者,牵羊衔璧,
所向称臣。 黄犊赤眉,一夫首难,岂惟有二。 但知雀鼠之偷,不识在三,本
合鹰鹯之逐。 曾经从贼及初为贼党者,列乙之下,殿焉。” 《贰臣传》内所

列诸人皆曾衔璧牵羊投诚清廷,但在作为闰统的大顺朝雀鼠偷生,不仅违

背臣节,亦不合道统。 《总目》对孙承泽出处的批评表明,尽管评定贰臣

的标准尚未完全形成,然而清承明统的正统论叙事早已是知识阶层普遍

的共识。
第二,从著述立场看,《总目》 中反复强调孙氏持论偏党,有门户之

301

①

②

③

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 19 册,齐鲁书社,1995 年,第 871 页。
梁启超著,夏晓虹、陆胤校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(新校本)》,商务印书馆,2017
年,第 26 页。
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》第 1 册,第 378 页。



见。 将明亡归因于南宋以来的“门户” “朋党”,这一观点屡见于《总目》。
子部儒家类序云:“天下惟朱、陆是争,门户别而朋党起,恩仇报复,蔓延

者垂数百年。 明之末叶,其祸遂及于宗社。”①事实上,早在清初即有明亡

于朋党的讨论。 龚鼎孳在给孙承泽《畿辅人物志》撰序时曾试图回应这

一议题。 他在序中设计一位假想的提问者向自己发难:“则又曰:‘明之

亡也,由于门户之角立,树名植党,诸君子有罪焉。’”再自答:“夫不深惟

执政 忮之误国,而归狱于主持名教之士,是非失实,使天下狂惑炫瞀,将
以为善为讳,必自斯言始。”②龚鼎孳的辩词中暗含“比”与“同”的对立,
他将《畿辅人物志》 视作明代畿辅清流“点将录”,希望借此划清与“门

户”的界线。 然而贰臣自辩的努力并没有为馆臣所接纳,《总目》评《畿辅

人物志》云:“成基命无所瑕疵,亦实无所树立。 承泽以其子克巩方官大

学士,而盛相推重,则亦非尽信史矣。”
 

③成基命乃成克巩之父,克巩与孙

承泽友善。 提要此语和龚鼎孳的序文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,意在说明孙

承泽入清以来未脱晚明习气,党同伐异。 相似的指责还见于《益智录》
《学典》 《考正晚年定论》 等书与前揭《尚书集解》 《春明梦余录》 提要

中④。 需要留意的是,这种批评的声音并非一开始就存在。 《四库全书初

次进呈存目》(以下简称“《初目》”)记录了《益智录》提要的另一个版本。
《初目》提要与《总目》 基本相同,仅最后一句有明显区别。 《初目》 载:
“是书为万历、天启间诸人传尤详。 然其中容有爱憎之言,未必尽实

也。”⑤可见在《初目》编订时,馆臣并未将之划入“门户之见”的评价体

系,然而《总目》将最后一句改作:“是书为万历、天启间诸人传尤详。 然

承泽门户深固,大抵以异同为爱憎,以爱憎为是非,不必尽协于公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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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”①这一变化侧面显示出贰臣与新旧两朝的微妙关系。 在清高宗将贬

抑贰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后,人们似乎开始顺应“当朝化”的逻辑,将贰

臣的言论“前朝化”。 在《益智录》的提要中,孙承泽成为前朝敝俗的忠实

践行者,被划在新朝气象之外。
从汉宋之争的视角看,馆臣对于宋明学问中结党、讲学的关注是站在

学术史的角度贬斥门户之弊。 这是《总目》呈现在台前的“公开剧本”,其
幕后的动机则与乾隆初鄂尔泰、张廷玉的党争有关。 清朝定鼎之初即有

门户之争,顺治间冯诠与陈名夏等人的南北党争,上承明季阉党与东林党

余绪,下启清代党争之肇端。 此后又有索额图、明珠互植私党。 至乾隆

间,高宗严惩门户纷争,有效抑制朋党林立的局面。 四库馆臣根据皇帝的

意图不断对《总目》进行修改,其中对门户党争的高度关注,透露出这一

文化工程背后的现实指向②。 孙承泽因党附陈名夏坐罪革职,清世祖曾

斥其有结党之嫌③。 对孙承泽的批评,既有反思明亡的意图,也隐含回顾

开国历史、呼应圣意的目的。
《贰臣传》的设立与四库馆臣对孙承泽形象的重塑,最终导致人们对

孙氏评价的转变。 与孙承泽同时代的魏象枢作《祭少宰孙北海先生文》,
对孙承泽的出处作如下总结:“先生以尽节未死之身,本朝举遗贤,擢吏

垣长,誓不与贼俱生,迨申明大义,然后就职。”④并阐扬孙氏保存故国信

史、励风俗、启后学的功业。 至乾隆二十六年,卢文弨为孙承泽所撰《庚

子销夏记》作序,对孙氏的“晚节”亦采取肯定的态度,称:“与退谷同时人

有初亦矫矫,自附正人,而垂老颓放,惑以丧志,犹复吁嗟愤怼,进退无据,
徒贻后人之嘲嗤者,其贤不肖相去何如也!”⑤然而,《总目》中的孙承泽

俨然成为“臣节”的反面参照,《东林书院志》提要不满于高嵀等人为求广

博,对人物不加筛选,称其“所附诸人又多冒滥,乃至孙承泽亦厕其间”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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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志》标举王弘撰持论平允,也以孙承泽为坐标,表示王氏“与孙承泽虽

友善,而无所曲徇,颇能去门户之见”①。
最严厉的指责见于《论语学案》提要。 是书著者刘宗周在清中叶被

树立为忠义的典范,高宗修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,为之赐专谥曰“忠介”,并
称其为“一代完人”②。 顺应上意,各阁本书前提要于末尾均称颂刘宗周:
“明社既屋,甘蹈首阳之一饿,尤可谓大节皭然,不负其言矣。”③而《总

目》在上述内容外,又将孙承泽引入讨论,总结道:“与其为孙承泽,又何

如为宗周乎?”④孙承泽与刘宗周作为《贰臣传》与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的

缩影,在这篇提要中站在两极。 环绕在两人周围的,是整个乾隆朝后半期

从官方到士林紧锣密鼓的言说与建构。 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,孙承泽与

顾炎武的交游令嘉道年间的张穆难以接受。 他在为顾炎武作年谱时见陆

陇其《日记》引陆元辅语,谓:“孙北海学博而才敏,其所著诸书,虽不皆

精,然多有益于学者。 博学之士皆收入门下,相助校对,朱锡鬯、顾宁人,
其尤也。”⑤张穆附案语称:“翼王此语尤诬。 承泽何人,乃能收亭林于门

下哉?”⑥从这一反问中,尚可以听到馆臣质疑成德与孙承泽交游的余

响⑦。 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,当梁启超、钱穆等人重理清代学术时,
仍一面强调孙承泽曾经从贼,一面批评其于陆王之学深怀门户之见,正是

馆臣撰写提要时有意设计的两个角度。 钱穆论孙承泽学术,所据皆本

《总目》⑧,亦可为一明证。
以《贰臣传》 的编纂为分界,两个“孙承泽” 面目迥异,从《初目》 到

《总目》,提要具体地展示出这一变化。 孙氏的“降格运动”既暗合四库馆

臣纠偏学统、尊汉黜宋的隐微意图,也顺应官方批判朋党,确立新秩序与

新道德的现实需要。 《四库全书》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文化工程,通过塑

造学术典范,与皇帝的计划相呼应。 从这个意义上看,钱谦益、龚鼎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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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著述的“消失”和孙承泽作品的大量选入,实则互为注脚,皆以不同形

式塑造后来者的记忆,展示出“斧钺之诛”的力量。
从馆臣对于吴伟业等贰臣著述的灵活处理,到孙承泽提要的改易,在

在可见皇权与知识阶层之间隐含的“谈判关系”。 面对《四库全书》,学者

与皇帝的理解或许存在差异,前者将之视作匡正道统的途径,后者则借此

传递“当朝化”的意识形态,以维系治统的运行。 然而,作为一项诞生于

治世的工程,不可忽略的是“谈判”之所以成立,仰赖官方与士林内在的

一致性,这种一致性表明,治统与道统有时会以合谋的姿态出现。 在有关

正统论的叙述中,馆臣自觉借鉴清廷发明的阐释模式,通过提要撰写和书

籍审查,向世人宣谕新朝的价值观念。

三、“践土食毛”:清人重构正统论的一条路径

孙承泽以家塾训迪百余条汇为一册,题作《藤阴札记》,其中有一条

论许衡(号鲁斋)、刘因(号静修)的出处说:
世人轩刘静修而轾鲁斋,谓其仕与不仕也。 然鲁斋当元人伐宋,

世祖问之,鲁斋不对。 世祖知其意,不复问而心贤之。 读静修《渡江

赋》,张大元人伐宋之举,且曰:“我有名而众,彼无义而小,留我奉

使,雠我大邦。”如露布声宋之罪。 此赋可使鲁斋见与?①

许衡、刘因皆为元初北方大儒,然于易代之际,出处选择不同。 明亡以后,
有关二人的论说重新回归士人的视野,人们借评议许、刘,委婉地表白自

己的立场②。 王夫之、屈大均等遗民以为许衡仕元为儒者之耻③,持论甚

严。 孙承泽作为出仕清人的贰臣,从王夫之等人反面立论,通过叙述许衡

对“元人伐宋” 的态度为其正名,并对刘因作《渡江赋》 尊元抑宋表示

不满。
上述诸人立场截然不同,但本质上仍未跳出“夷夏论”的框架。 浙本

《总目》借《藤阴札记》提要对上述观点提出反驳,指出长久以来被人们忽

略的事实:“二人(许衡、刘因)生长北方,由金入元,皆非宋之臣子。 乃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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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余年之后,责其当尊邈不相关之赵氏,可谓纰缪之至矣。”①与浙本

《总目》稍有区别,殿本《总目》之《藤阴札记》提要称:“二人生长北方,由
金入元,自其高、曾祖父,皆非宋之臣子,乃于一百余年之后,使背其践土

食毛之国,而遥尊邈不相关之南宋,是率天下而为逆也。”②相较于浙本,
殿本《总目》经纪昀等人删订,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更明显。 这一细微但

重要的差异提示读者,在有关易代之际的叙述中“践土食毛”一词有特殊

的意味。
“践土食毛”典出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:“天子经略,诸侯正封,古之制

也。 封略之内,何非君土? 食土之毛,谁非君臣?”③稽之明清两朝《实

录》,“践土食毛”一词,在明代仅出现过 1 次④,且此条记载仅以“践土食

毛”泛指改土归流后人们留居某地多年,并未将“土”视作“王土”的专称。
入清以后,雍正七年(1729)“吕留良案”中首次出现“践土食毛”一词,称
吕留良学生严鸿逵,“自其祖父,已为本朝之编氓,践土食毛,戴高履厚。
严鸿逵之于明代,岂有故君旧国之思”⑤。 清世宗一方面发挥这一词汇的

本义,将土地视作君权的象征,一方面对其内涵加以改造,将“当朝化”视

作题中应有之义。 乾隆以降,此词大量涌现,见诸《实录》者凡 44 次。 考

其所论,前后往往可见“本朝” 二字。 究其实质,乃是对清世宗思路的

延续。
“践土食毛”被清人刻意发挥,并非偶然,此语对于清人架构本朝正

统有重要意义。 如前所述,清初关于许衡的出处之辩,批评者以为许衡入

仕元人,是委身异族,有乖道统;赞同者则称其有用夏变夷之功,皆视种族

先于朝代。 以屈大均对于许衡的批评为例,可以看到清初人有关正统论

的知识结构与清代中叶大相径庭。 在《罗母黄太君寿序》中,屈大均云:
“白沙平生以出处为重,其论许衡有曰‘鲁斋当仕岂忘天’,盖不欲其屈身

于元,以乖《春秋》之大义也。”⑥屈大均所谓“《春秋》大义”,沿袭的是兴

盛于南宋的正统观。 宋人发挥《春秋》“尊王攘夷”之旨以论正统,欧阳修

801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七,中华书局,2003 年,第 821 页。
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》第 3 册,第 119 页。
杨伯峻编著:《春秋左传注(修订本)》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1283—1284 页。
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七九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 年,第 3847 页。
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八二,《清实录》第 8 册,第 85 页。
屈大均:《翁山文外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119 册,第 172 页。



《明正统论》称“居天下之正,合天下于一,斯正统矣”①,表明北宋在终止

唐代割据局面后,转而以幅员之广评判王朝的合法性,发掘了正统论的空

间向度。 南宋偏安江南的局面迫使士人改易阐释策略,通过强调对文化

的占有,弥补失去的土地,有关“夷夏之辨”的讨论遂成为主潮。 此后由

《春秋》之旨延伸出的“尊王”“攘夷”成为正统论的两种声音,此消彼长。
明人延续南宋的观念,将元朝政权视作闰统,并宣称自己的正统性是通过

“攘夷”获得的。 屈大均认为许衡仕元“乖《春秋》之大义”,或许正是受

到这一历史氛围的影响。
清人为论证统治的合法性,重释《春秋》之旨,雍正七年上谕有:“夫

我朝既仰承天命,为中外臣民之主,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,何得以华夷而

有殊视? 而中外臣民,既共奉我朝以为君,则所以归诚效顺,尽臣民之道

者,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。 此揆之天道,验之人理,海隅日出之乡,普天

率土之众,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。”②通过强调地理空间的优势,以“大

一统”观念回应南宋以来根深蒂固的“攘夷”之义。 因此,相较于明人,清
帝谕旨中频繁使用“践土”一词,实际暗含以土地比附国家的意图。 国史

馆臣为《贰臣传》作案语,将“餐周粟而忘毛土之思”作为贰臣失节的隐

喻。 前揭《论语学案》提要中,四库馆臣亦专门颂美刘宗周于明亡之际

“甘蹈首阳之一饿,尤可谓大节皭然”。 可见新朝之毛粟,食与不食是大

哉问,人们据此将孙承泽与刘宗周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。
同样活跃于乾隆年间的全祖望对于许衡仕元持有与馆臣一致的态

度,认为:“许文正与文靖皆元人也,其仕元又何害? 论者乃以夷夏之说

绳之,是不知天作之君之义也。 岂有身为元人,而自附于宋者?”③全祖望

化用《尚书·泰誓》 “天佑下民,作之君”之句④,意在以君臣之义取代华

夷之辨,他的立论角度代表士林的声音。 清初围绕许衡、刘因兴起的激烈

讨论,至此有了本质的转变。 它暗示一种新的观念在王朝中叶已经形成,
并最终被广泛接纳为公共知识。 这一观念的转变,不仅仰赖“帝王经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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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推动,也依靠士人阶层的呼应。
清世宗创造性地使用“践土食毛”后,在乾隆四十三年的《一柱楼诗》

案中,这一词汇再次频繁出现,并经由《四库全书》收缴书籍、撰写提要等

自上而下的推广,成为清人反复提及的关键概念。 是年八月,在金坛办理

试务的刘墉接到如皋县民投递的呈词,称当地士绅徐述夔所刻《一柱楼

诗》中有“明朝期振翮,一举去清都”之句,语涉悖逆;另有丹徒县生员殷

宝山的《记梦》篇以“红”喻“朱”①。 这引起清高宗的警惕,他下旨,严讯

所涉诸人,上谕内称:“该犯自高、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,食毛践土,乃敢

系怀故国,其心实属叛逆,罪不容诛。”②在此案之前,地方督抚查缴违碍

书籍的范围基本不逾明末清初,所涉人物至入清遗民、贰臣为止,禁毁的

逻辑乃是修正前朝作者有关种族问题的叙述。 然徐述夔、殷宝山,自高祖

以来即为清朝臣子,如今亦入禁毁之列。 这一转变表明,清廷收缴书籍的

范围进一步扩大,清高宗不再仅仅满足于消弭夷夏之别,更要以“当朝

化”的道德稳定统治。 同年十一月,此案即将告一段落,高宗又谕各省督

抚,限两年内实力查缴违碍书籍,并再次解释扩大查缴范围的原因:“譬

之常人,设遇诟其祖宗之字,亦将泚而不视。 而况国家乎? 而况食毛践土

之臣民乎?”③

在皇帝的推动下,地方官员很快把握到这一微妙的动向,并迅速做出

反应。 时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因审查不力,牵连下狱。 在陶易的供状中,可
以看到负责审理的官员以“践土食毛”向其发难:“若以情理论之,我朝定

鼎至今一百三十余年,凡属百姓自高、曾以来食毛践土,皆受本朝厚泽

深仁,与胜国毫无可以系恋。” ④陶易的供词也表明他将“践土食毛”视

作本案的关键词,述云:“本朝列祖列宗深仁厚泽,我皇上爱民如子,恩
膏沦浃,真为亘古未有,徐述夔自其高、曾祖父以来食毛践土,理应

感颂。” ⑤

以口茹其毛、足践其土的标准判断人们尽节的对象,反映的正是“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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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化”的正统观,这一观念与清高宗创设的“贰臣”概念相互发明。 身仕

两朝者,代不乏人,高宗之论贰臣并不仅仅流于身份的指认,细分贰臣的

等第亦是他颇为得意的创造。 他将《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

编》的上谕,收入自己的文集中①,足见对此事的重视。 这篇谕旨称,如洪

承畴、李永芳等人,降附后勋绩昭著,“实能效忠于本朝”,当入甲编;如钱

谦益等“行素不端,及明祚既移,率先归命,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,是为进

退无据,非复人类”,列入乙编。 这一标准的背后,牵涉的仍是“毛土之

恩”的话题。 对于清高宗而言,夷齐不食周粟,以死拒之,方为全节;既食

周粟,则当仿效豫让,“伸国士之报”,使后人“谅其心而称其义”;等而下

之者,则是那些在本朝践土食毛,却追念前朝、诋毁当朝的人。 基于上述

判断,高宗认为金堡、屈大均等遗民与乙编贰臣同罪,皆应置于甲编贰臣

之后②。 遗民地位的变化,同样在《四库全书》的书法中得到落实,馆臣在

认定明遗民的朝代归属时,统一写作“国朝”。
回到本节开头,从围绕许衡、刘因的论辩中可以看出,在宋明两朝的

正统论影响下,清初诸人“诋毁本朝”,往往从“夷夏”二字入题;而后通过

建构“当朝化”的意识形态,清人巧妙地回避有关蛮夷与华夏的辨析,转
而论述“君臣”之义。 全祖望有关《哀江南赋》的讨论,可以视作这一观念

渗入民间的嗣响。 全氏在文中指斥“ 庾信之无耻也,失身宇文而犹指

‘鹑首赐秦’为‘天醉’ ,信则已先天而醉矣,何以怨天。 后世有裂冠毁

冕之余,蒙面而谈,不难于斥新朝、颂故国以自文者,皆本之‘天醉’ 之

说者也” ③。 他以为,庾信之罪在于为后世失节者创设出一套文过饰非

的写作范式。 钱锺书亦指出,全祖望文字中暗含陈古刺今之意,乃欲

“借庾信以指清贰臣而自居明遗民如钱谦益之类,犹夫朱鹤龄《愚庵小

集·补遗》卷二《书元裕之集后》 ” ④。 朱鹤龄撰《书元裕之集后》 ,称元

好问于金亡之后隐居不仕,然诗文中无一语指斥元朝,“裕之于元……

111

①

②

③

④

清高宗:《御制文二集》卷八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301 册,第 332 页。 本段引

文均出此。
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九九六,《清实录》第 21 册,第 317 页。
全祖望:《题哀江南赋后》,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三三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03 册,
第 351 页。
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,中华书局,1979 年,第 1519 页。



既足践其土,口茹其毛,即无诟詈之理,非独免咎,亦谊当然也” ①。 《书

元裕之集后》一文可以视作以“践土食毛”处理易代之际政治伦理的早期

实践,因此当馆臣为朱鹤龄《愚庵小集》撰写提要时,对此特为发挥,再次

回应清高宗对“贰臣”含义的发明,称朱氏此语意在隐射钱谦益“首鼠两

端”②。
“践土食毛”的本义在清代的再发现,是清人重构正统叙事策略的缩

影。 孙承泽为许衡辩护时,仍下意识地将道统置于赵宋,以元人伐宋为

非。 然至乾隆时,全祖望已经自然地认为“以夷夏之说绳之,是不知天作

之君之义也”③。 陈寅恪在阅读《愚庵小集》提要时,对馆臣的指控作出

反驳,称:“牧斋所践之土,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,所茹之毛,非女真八部

所种之毛,馆臣阿媚世主之言,抑何可笑。”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,“践土

食毛”的观念自清中叶以降被广泛使用,“回忆五六十年前,清廷公文,往
往有‘食毛践土,具有天良’之语”④。 在这场观念革命中,士人发挥不可

忽视的作用。 《一柱楼诗》案中,清高宗与地方官员的配合,展示出一个

重要概念是如何被生产和传递的;此后四库馆臣通过改易提要的方式,再
次丰富它的内涵,使之能够与皇帝风励臣节的意图相联系,并最终通过

《四库全书》及《总目》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传之宇内。

四、结语

自清朝定鼎以来,皇帝们即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一系列政治、文化工

程,以应对前代道统留下的挑战,化解文化冲突。 清初,圣祖重视经筵讲

读,制造“圣君”形象,将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,雍正朝仍大体延续这一思

路⑤。 至乾隆朝,高宗进一步探索“治道合一”的实践方法。 这一急迫的

行动背后,是整个清王朝意欲在传统正统论叙事中定位自身的普遍焦虑。
士人站在道统和治统之间,与清帝面临同样的困惑。 最终,在皇权催动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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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的“帝王经学”为回应清人的身份焦虑提供了一条系统化的解决办

法。 帝王动议,士林配合,治统与道统从博弈走向融合,构成清代区别于

以往朝代的新景观①。 《贰臣传》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互动关系为人们理解

此过程提供一个角度。
在愈演愈烈的禁书活动中,四库馆臣通过拟定具体的条款,为毁书划

定界限。 他们以“御题”为由,将《梅村集》抄入《四库全书》。 全祖望《题

哀江南赋后》文末称:“予尝谓近人如东涧,信之徒也;梅村则颜氏之徒

也。 同一失节,而其中区以别矣。”将钱谦益目为庾信,吴伟业比作颜之

推,以为前者“支言以欺世”,后者实“深有愧恨之意”②。 这一看法与馆

臣相似,说明在帝王价值之下,仍有一套士林价值在学术共同体内部

流通。
孙承泽的“降格运动”进一步揭示出两种价值之间复杂的关系。 从

《初目》到《总目》,馆臣对孙氏持论逐渐严苛,通过不断强调其为学深存

门户之见、为人首鼠两端,将之塑造为失节之臣的“范本”。 这一变化亦

步亦趋地回应皇帝对贰臣的批判,也借此重塑宋学在清初的面貌,达到尊

汉黜宋的目的,孙承泽形象的演变正是士林与皇权“谈判关系”的投射。
士人与皇帝的价值观存在差异,然而二者实际共享相似的内核。 因

此,在收缴书籍的过程中,皇帝提出的概念可以迅速得到官员的配合,最
终经由《总目》确定下来。 通过发明“践土食毛”的意涵,清帝找到一条以

“当朝化”对抗“夷夏论”的途径。 此想法为士人重构正统提供启示。 《觉

山史说》提要称:“元混一天下,已届百年,践土食毛,久为黎庶。 (洪)垣

乃于数世之后,使为宋守故臣之节,此于理不更悖乎?”③元朝治统的成

立,在于其混天下于一,这与清人确立正统的方式相同,馆臣此语盖有以

元喻清的意味。 它宣谕在治统与道统的合力下,一种“当朝化”的价值观

念正逐渐成为清人赖以观看自身的方法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沙珂,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 研究方向:清代文学与学术、

明末清初文化及思想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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